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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发展阶段，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转折性变化的趋势性特征。《2022年民政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8004万人，占总人口的19.8%。其

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978万人，占总人口的14.9%，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人口生育率方面，

2022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的2.5迅速下降至2021年的1.16。由此

可见，从传统要素投入视角看，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例下降，减少了生产函

数中劳动力要素投入，从而降低了潜在经济增长率(李建伟，2020)，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挑战。

从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高度认识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不断探索新时期推动经济

发展的决定力量，积极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人口老龄化背景

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事实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辩证统一的1 ：一

方面，以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为抓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求。科技创新实

「摘要」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首先要厘清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当前我国人口发展面

临着深刻而复杂的形势变化，人口负增长下“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从孕育推动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角度指明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路径。论文以技术进

步和人才培养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通过构建包含干中学的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层面阐述

以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为特征的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重点突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

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负向增长效应时的重要作用。数值模拟结果显示 ,预期

寿命延长通过鼓励生命周期储蓄增加了人工智能密度，进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 ;生

育率下降虽然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人工智能密度，但其直接负向增长效应大于间接正向劳动

生产率效应，经济增长随生育率下降而放缓。论文进一步考察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和经济增长的

影响，并且从人口发展视角阐释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探索人口老龄化背景

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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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资本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替代，缓解了少子老龄化导致的劳动供给不足问题。当前自动化技术在

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迅猛发展，工业机器人已广泛替代制造业低技能劳动力从事常规性工作。根据国际机

器人联盟（IFR）数据，2022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达150.2万台，稳居世界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以

ChatGPT、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使机器具备了模仿人类思维的能力，驱动机器从事创新性劳

动从而逐步实现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替代(Autor， 2024；Bloom et al.， 2024)。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也客

观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下体现为人口老龄化通过储蓄渠道促进了资本积累，降低

了资本的使用成本，加速资本流向研发部门进而促进了技术创新。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导致劳动供给不足，

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激励企业使用新技术替代人工。由此可见，在新质生产力理论框架外讨论高质量发

展时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忽略了获取长期经济增长动能的有效途径，也遗漏了人口老龄

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

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共有两支。第一支文献从理论层面刻画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

然关于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并未达成一致结论(Acemoglu & Johnson， 2007；Cervellati 

& Sunde， 2011；Lorentzen et al.， 2008)，但大量理论研究从不同作用机制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

长效应。人力资本投资驱动增长的文献认为，预期寿命延长提高了教育投资回报率、降低了人力资本折旧

率，因而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即存在Ben-Porath机制效应(Boucekkine et al.， 2002；

De la Croix & Licandro， 2013；De la Croix & Licandro， 1999；Echevarría， 2004；Yasui， 2016)。

基于R&D创新驱动增长的文献发现预期寿命延长提高了储蓄率、促进了物质资本积累，资本回报率（利率

水平）因此下降。R&D净现值和投资收益因利率水平的下降而上升，这提高了R&D投资水平、促进了技术

进步和经济增长(Baldanzi et al.， 2019；Gehringer & Prettner， 2019)。另一支文献是关于生育支持政策

的研究。既往理论研究(Fanti & Gori， 2009；Mochida， 2009；Zhang， 1997；于也雯、龚六堂，2021)和

实证研究(Brewer et al.，2012；Cohen et al.，2013；Haan & Wrohlich，2011；Milligan，2005)已经充

分证实了生育支持政策的生育促进作用，一些研究开始关注生育支持政策的溢出效应，检验生育政策与社

会保障政策的交互作用(Fenge & Meier，2005；Van Groezen et al.，2003；Van Groezen & Meijdam，

2008；Yasuoka & Goto，2011)。该类文献将生育支持政策作为现收现付养老保险体制下实现帕累托改进

的政策工具。此外，一些学者也比较了教育补贴政策和生育补贴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的研究发现教

育补贴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生育补贴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Hashimoto & Tabata，2016；Zhang，1997)。

通过梳理文献不难发现，既往研究仍存在以下改进空间：首先，人力资本投资驱动增长的文献在连续时

间世代交叠模型（OLG）中刻画了自我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忽略了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

事实上，人口老龄化通过父母对子女数量-质量的权衡取舍（Quantity-Quality tradeoff）影响家庭人力资本

投资决策(汪伟，2017；王维国等，2019) ：一方面，预期寿命延长增加了老年期存活时间，个体选择增加储

蓄以平滑生命周期消费，收入效应导致父母减少对子女数量（生育率）和质量（人力资本）的投资，转而增加

生命周期储蓄。另一方面，生育率下降通过子女数量-质量权衡取舍渠道直接促进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

此外生育率下降提高了父母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降低了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通过替代效应间接提高了

家庭教育投入。有别于以上人力资本驱动增长文献，本文遵循Hashimoto & Tabata (2010) 的设定将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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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嵌入劳动生产率决定方程，从科技创新视角刻画人力资本决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姚东旻等，2017)。

其次，虽然本文同样基于人口老龄化-储蓄增加这一作用机制探讨人口老龄化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

影响，但本文与基于R&D创新驱动增长文献存在以下两点不同：一是本文从人口老龄化两个维度——预

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讨论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储蓄、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两个维度变化作用

于技术进步的机制存在差异，以上文献显然忽略了生育率下降这一重要维度；二是本文遵循Gasteiger & 

Prettner(2022)和Prettner(2019)的研究框架区分物质资本与人工智能资本，该设定可以更好体现以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与传统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关系，突出当前技术进步的特点。陈彦斌等 (2019)通

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人工智能技术能否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然而该研究

假设人工智能的发展由外生给定，并未建立人口老龄化与人工智能发展的内在联系。本文弥补了这一不足，

从理论推导和定量分析证实了人口老龄化可以有效促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有助于从人口发展

角度解读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生成逻辑。

最后，区别于已有关于生育支持政策的研究，本文除了关注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外，还在内

生增长模型框架下探讨了生育支持政策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测量了生育支持政策

的溢出效应。此外，鉴于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负向作用，本文在人口老龄化和技术进步背

景下就如何使用政策工具实现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为了弥补以上既往研究的不足，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内生增长模型，从理

论层面构建人口老龄化、新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本文的理论模型有如下特点：首先，在生产函

数刻画上引入人工智能资本，人工智能资本与劳动力为替代关系但与物质资本表现出一定互补性。人工智

能密度衡量了技术进步水平。其次，人工智能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规模有助于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效率。

因此干中学效应体现为劳动生产率增速由人工智能密度和生育率共同决定。最后，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引

入增加了人口老龄化通过子女数量-质量权衡取舍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本文数值模拟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增加了人工智能密度，有助于形成新质生产力。预期寿命延长和生

育率下降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反：给定生育率，预期寿命延长通过储蓄渠道提高了人工智能密度和经济

增长率；给定预期寿命，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大于其对劳动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经济增长随生

育率下降而放缓。此外，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叠加效应：当出生预期寿命和总

和生育率稳态值变为2050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估计值时（出生预期寿命83.75岁、总和生育率1.39），

人工智能密度增加71.9%，增幅高于单一维度人口结构变化增幅的简单加总。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年均

经济增长率也从初始稳态下的6.80%增加至新稳态下的6.94%。在模型拓展部分，预期寿命延长通过家庭内

部资源代际转移降低了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而生育率下降通过子女数量-质量权衡机制激励父母增加子女

的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渠道的纳入并未改变基准模型结论。鉴于生育率下降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

增长的负向影响，本文在拓展模型基础上内生化家庭生育决策，考察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和经济增长

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显示，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有效提高生育率、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本研究基于人口趋势性转折和技术进步新趋势，突出了新质生

产力在传统生产函数的刻画，从经济高质量发展视角构建了人口老龄化、新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统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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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框架，有助于更为准确地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创新和时代价值；其次，本研

究通过数值模拟定量分析了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叠加效应，凸显了人口老龄化研究同

时刻画预期寿命和生育率两个维度的重要性；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生育支持政策在促进生育、推进高质

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人口老龄化和技术进步背景下完善了统一增长理论。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基准理论模型并进行模型求解和比较静态分析，并在基准模型基

础上进行了如下拓展：一是加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探究人口老龄化如何通过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加速

形成新质生产力，进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二是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基础上进一步内生化家庭生育决策，并

考量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三部分通过数值模拟定量分析预期寿命延长、生育率

下降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二者的叠加效应。第四部分是总结。

二、理论模型

本文在Gasteiger & Prettner(2022)模型基础上构建包含干中学的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假设同质性个体

一生经历两个时期：青年期和老年期。个体可以从出生顺利存活至青年期期末，但仅以一定概率从青年期存

活至老年期。老年期生存概率决定了预期寿命。生产部门方面，代表性企业在完全竞争性市场租用传统物

质资本（如厂房、生产线）、人工智能资本（如可替代低技能劳动的工业机器人和可替代高技能劳动的AI技

术），并雇佣劳动力进行最终产品的生产。人工智能资本与物质资本表现出一定互补性，而与劳动力为完全

替代关系。人工智能密度体现了技术进步水平，干中学效应表现为劳动生产率随人工智能密度和生育率的

提高而增加。经济增长率（总产出增速）由劳动生产率增速和人口生育率共同决定。

( 一 ) 基准模型

1.人口变动

假设时间t是离散的。在t期青年人口总量为Nt，从青年期存活至老年期的生存概率为π，因此t期老年人

口总量为 Nt-1，社会总人口为青年人口与老年人口之和Nt+ Nt-1。假设生育率外生给定，遵循Nt/Nt-1=n。由

于老年人口不工作，因此青年人口即劳动年龄人口。根据以上定义，“少子老龄化”体现为预期寿命（老年期存

活率）π增加、生育率n逐步下降的过程，社会层面老年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π/n逐步增加。

2.个体

个体效用来自青年期和老年期消费，具体效用函数表达式为:

Ut=logct + logct+1                                   (1)

其中ct和ct+1分别为青年期和老年期消费， ＞ 0为折现因子。青年期个体将一单位时间禀赋投入工作，

获得的工资收入wt用以消费ct 和储蓄st。老年期个体收入全部来自青年期储蓄投资回报，回报率为利率水

平和长寿风险的比值(1+rt+1)/π。此时个体青年期和老年期的预算约束为：

ct +st=wt                                         (2)

ct+1=—————— st                                                          (3)
(1+rt+1)
π

求解个人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得青年期消费和储蓄分别为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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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                                                                 (4)
wt

1+

s t=————                                                                 (5)
wt

1+
式(4)-(5)表明给定工资率wt，青年期消费ct随预期寿命π的延长而减少，储蓄st随预期寿命π的延长

而增加。

3.企业

遵循Lankisch et al.(2019)的设定，假设代表性企业租赁物质资本Kt和人工智能资本Pt，并雇佣劳动

力Lt进行最终产品Yt生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更多的人工智能资本投入最终产品生产，另一

方面也促进了劳动生产率At的提升。具体而言，生产函数表达式为：

Yt=BKt (AtLt+ Pt)
1-α                                                           (6)

其中 (0,1)为资本产出弹性，B＞0为生产技术参数， 决定了人工智能资本的相对生产率。如前文

所述，人工智能资本Pt与劳动力Lt为完全替代关系，人工智能资本Pt、劳动力Lt与传统物质资本Kt表现出

一定的互补性。定义劳均传统物质资本kt=Kt/AtLt，劳均人工智能资本（人工智能密度）pt=Pt/AtLt。由企

业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可得工资率和资本回报率的表达式：

wt=AtB(1- )Kt (1+ Pt)
-α                                                       (7)

Rt =B Kt
-1(1+ Pt)

1-α                                                           (8)

Rt =B (1- )Kt (1+ Pt)
-α                                                        (9)

其中Rt和Rt分别表示传统物质资本和人工智能资本回报率。由无套利条件可得Rt =Rt。

4.均衡分析

定义：给定初始传统物质资本K0和人工智能资本P0，均衡要求存在个体决策{ct ,ct+1,st}，企业决策

{Kt,Pt}，生产要素价格{Rt ,Rt ,wt}，和劳动力数量Lt，满足：

(1)	给定要素价格{Rt,wt}，个体作出消费和储蓄决策{ct ,ct+1,st}以最大化个人效用；

(2)	给定要素价格{Rt ,Rt ,wt}，企业选择租赁传统物质资本和人工智能资本{Kt,Pt}以最大化企业利润；

(3)	工资水平和利率水平由式(7)-(9)给出，且利率满足无套利条件；

(4)	劳动力市场均衡。劳动供给等于劳动需求，即Nt=Lt ；

(5)	资本市场均衡。当期个人储蓄转化为下一期传统物质资本和人工智能资本，即Kt+1+Pt+1=stNt ；

(6)	青年人口总量增长遵循Nt+1=nNt ；

(7)	劳动生产率At的变化由生育率n和人工智能密度pt共同决定，参考Hashimoto & Tabata (2010)的

设定：

At+1=(1+ pt n
v)At                                    (10)

其中 ＞0衡量了生产效率，u,v (0,1)分别决定了人工智能密度和生育率的产出弹性。人工智能密度

衡量了生产部门技术进步水平，捕捉了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效应。人工智能密度越大，企业从人工智能应用

中越有可能提高生产效率。此外劳动力规模越大，创新活动越多、科技创新也越容易，因此人工智能密度

和生育率共同决定了干中学效应的强弱。虽然人工智能密度和生育率的增加都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但

二者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是呈边际递减的。易求得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A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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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A=————=1+ p*unv                                                       (11)
At+1

At

p*为稳态下劳均人工智能资本（人工智能密度）。

5.模型求解

由式(8)和(9)和无套利条件可得稳态下关于k*和p*的表达式：

k*=————(1+ p*)                                                          (12)
α

(1-α)

将式(5)和(7)代入资本市场出清条件可得：

k*+p*=——————————————                                              (13)
n(1+ )(1+ p*unv)

B (1-α)k*α(1+ p*)-α

由式(12)和(13)可得均衡系统为关于k*和p*的2×2方程组。由此可得以下命题：

命题1： dk*/d ＞0,dp*/d ＞0,dk*/dn＜0,dp*/dn＜0。

证明：将式(12)代入(13)可得：

p*=——————[————]α(—————)-——                                   (14)
1+ p*unv

1B (1-α)2

n(1+ ) (1-α)

由式(14)可定义：

Γ（p*, ):=p*-——————[————]α(—————)+—=0                                (15)
1+ p*unv

1B (1-α)2

n(1+ ) (1-α)
式(15)分别对p*和 求偏导可得:

—————=1-——————[————]α[—————]＞0
(1+ p*unv)2
-u p*u-1nvB (1-α)2

n(1+ )
∂ (p*, )

∂p* (1-α)

B (1-α)21—————=-[————]α(—————)[——————]＜0
(1+ p*unv)2 n(1+ )2

∂ (p*, )
∂ (1-α)

故：

——=-——————＞0
d
dp* ∂ (p*, )

∂
∂ (p*, )

∂p*

同理可证dk*/d ＞0,dk*/dn＜0,dp*/dn＜0。证毕。

命题1表明以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为特征的人口老龄化提高了传统物质资本和人工智能资本存

量，有利于形成新质生产力。该命题的经济学解释如下：一方面，在生命周期内个体选择平滑青年期和老年

期消费以最大化效用水平。预期寿命延长增加了老年期存活时间，导致家庭内部资源在生命周期内重新分配，

即资源的跨期代际流动，家庭内部资源从青年人向老年人倾斜。由于青年期储蓄主要用于老年期消费，个体

选择减少青年期消费、增加储蓄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根据资本市场出清条件，个人储蓄全部转化为社会层面

上资本存量，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资本保障，从供给端直接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另一方面，人口生育

率的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减小、劳动供给减少。与传统生产函数结论类似，在完全市场竞争环境下劳

动力供给不足导致劳动力边际产出和工资率上升，推高了企业用工成本。资本边际产出和回报率下降，企业

租赁资本的成本降低，激发了企业使用更多资本替代人工。鉴于人工智能资本与劳动力的替代关系，人口老

龄化激励企业加大人工智能等劳动替代型技术研发投入，间接从需求端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综上所述，

人口结构的两个维度变化从资本存量和劳动替代两个渠道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命题2：经济增长率（总产出增速）由劳动生产率增速和人口生育率共同决定：

1+gY=(1+gA)(1+gL)=(1+ p*un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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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gY=Yt+1/Yt，1+gL=1+gN=Nt+1/Nt=n。

命题2说明经济体中经济总量的增长率由劳动生产率增速和生育率共同决定。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

提升可以弥补劳动力供给不足，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人口生育率下降不仅降低了干中学对劳动生产率

增速的正向效应，而且直接降低了经济增长率。这一结果说明，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通

过提升劳动生产率解决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供给不足问题，但不能忽视人口老龄化，特别是生育率下

降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冲击。当前我国生育率长期保持低位，2022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显示2012～

202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平均值为1.6，远低于联合国认定的总和生育率2.1的人口替代率水平2。因此，提高

生育率不仅事关人口高质量发展，同样也是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 二 ) 模型拓展：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因此形成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抓手。本小节通过引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进一步拓展基准模型。假设个体一生经历少年期、

青年期和老年期，在少年期个体不作任何经济决策，只接受父母的人力资本投资。青年期和老年期设定与

基准模型一致。效用函数方面参考De la Croix & Doepke(2004)的设定，个体除了关注青年期和老年期消费，

还关注子女的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水平）。此时个体的效用函数变为：

Ut=logct + logct+1+ lognht+1                             (16)

其中 衡量了父母对子女的偏好，ht+1为子代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方程遵循：

ht+1= et                                                                       (17)

et为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 ＞0和0＜σ＜1衡量了人力资本生产函数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投资

弹性。此时，青年期预算约束为：

ct +st=(1- n-etn)wtht                                  (18)

其中 为每名子女的养育成本，(1- n-etn)是养育了n名子女的青年父母劳动供给。求解个体效用最大

化问题可得：
st=————————                                  (19)

(1- n)wtht

1+ +

et=————————                                  (20)
(1- n)

n(1+ + )

遵循Hashimoto & Tabata(2010) 的设定，假设人力资本水平也决定了劳动生产率增速，由此可得：

At+1=[1+ pt (nht)
v]At                                   (21)

由式(20)可知家庭教育投入为定值，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et随生育率n和预期寿命 的增加而下

降。此时均衡系统其他内生变量仍然由k*和p*决定。

( 三 ) 生育支持政策

面对低生育率和快速老龄化，很多发达国家实施了生育支持政策以改善生育环境、提高生育水平。生

育支持政策包括完善托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如增加0～3岁婴幼儿托育机构数量）、延长父母育儿假、提高

育儿补贴和税费减免等措施。以上生育支持政策的本质是降低父母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基于生育支持政

策的特点，本小节在嵌入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基准模型基础上内生化家庭生育决策，探讨生育支持政策对

生育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参考Hashimoto & Tabata(2016) 的设定，生育支持政策降低了养育nt个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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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成本 nt，此时青年期预算约束变为：

ct +st=(1-τ)[1-(1-zt) nt-etnt]wtht                               (22)

其中τ为生育补贴税率，zt为时间形式的生育补贴，例如政府提供的旨在提高父母劳动供给的托育服

务。假设政府是预算平衡的，政府通过对劳动人口征收生育补贴税τ用以支付家庭生育补贴zt，因此t期政

府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τ[1-(1-zt) nt-etnt]wthtNt=(1-τ)zt ntwthtNt                           (23)

式(23)等号左侧为生育补贴税的税收总收入，右侧为生育补贴总支出。通过求解家庭效用最大化问题

可以得到家庭最优教育和生育投资决策：

e t=————                                                                   (24)
(1-zt)
1-

t=————————                                                             (25)
(1-zt)（1+ + ）

（1- ）

由式(24)和(25)可知，给定其他参数取值，家庭教育投入随生育补贴力度的增加而下降（∂et/∂zt＜0），

生育率则随生育补贴力度的增加而增长（∂nt/∂zt＞0）。根据Becker & Lewis (1973) 数量-质量权衡取舍理

论，生育补贴降低了父母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父母选择生育更多子女。当父母拥有更多子女后，子女数

量的增长增加了父母进行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此时父母选择减少子女的教育投入。因此，生育补贴政策

鼓励家庭以子女数量替代质量，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人力资本水平因此下降。

三、参数设置和数值模拟

( 一 ) 参数取值

本节在中国参数环境下定量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假设个体30岁进入青年期，每期时

间跨度为30年，故个体在60岁进入老年期(郭凯明、龚六堂，2012；郭凯明、颜色，2016；景鹏、郑伟，

2019；彭浩然等，2018)。人口结构参数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8.2岁，

故遵循已有文献设定老年期生存概率 ≈0.63(耿志祥、孙祁祥，2020；景鹏、郑伟，2020；汪伟、咸金坤，

2020)。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显示，2012～2021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值为1.6，不考虑性

别因素生育率n基准值设为0.8。家庭偏好参数方面，参考耿志祥、孙祁祥 (2020) 的设定，假设个体每年

的折现因子为0.98，故一期的折现因子 =0.9830≈0.55。物质资本产出弹性α设定为0.3。参考Acemoglu 

& Restrepo (2020) 的研究，本文将人工智能资本相对生产效率φ的基准值设为3。遵循Hashimoto & 

Tabata (2010) 的设定，劳动生产率产出弹性u=v=0.5。劳动生产率参数δ和产出参数B的取值根据国家统

计局2011～2020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6.8%和2021年IFR数据中国每万名制造业工人322台工业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密度）校准得到。具体参数取值和定义见表1。

( 二 ) 数值模拟

1.基准模型

基于以上参数取值，本小节定量分析了基准模型稳态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2展示了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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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保持不变时预期寿命延长对

人工智能密度、劳动生产率增

速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随

着预期寿命从78岁延长至84

岁，人工智能密度从0.032增

加至0.043，增幅为34.4%。人

工智能密度的增加通过干中学

效应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速从7.60%

增加至8.06%，年均经济增长

率也从初始稳态的6.80%增加

至7.26%，增幅分别为6.1%和

6.8%（见表2）。

表3展示了预期寿命保持

不变的情况下生育率下降对稳

态下人工智能密度、劳动生产

率增速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由

于劳动生产率由人工智能密度

和生育率共同决定（干中学效应），当生育率降幅大于人工智能密度增幅时，负向的生育效应优于正向的技

术进步效应，劳动生产率增速和经济增长率随生育率下降而放缓。如表3所示，随着总和生育率从1.6降至

1.4，社会层面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在社会资本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生育率下降提高了传统物质资本和

人工智能密度，人工智能密度从0.032增加至0.042，增幅31.3%。同时，人工智能密度的增加对劳动生产

率增长的正向作用强于生育率下降的负向效应，劳动生产率增速从7.60%上升至7.82%，增幅2.9%。由命

题2可知生育率下降对总产出增速的直接负向影响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正向影响，年均经济增长率从6.8%

降低至6.54%，降幅3.8%。

从定量分析结果可见，虽然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都促进了人工智能在生产中的应用，但二者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那么，预期寿命和生育率同时变动引致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有别于人口老龄化单维

度变动的影响？在本文框架下，预期寿命延长的正向增长效应能否抵消生育率下降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

的负向影响？

表4展示了当预期寿命和生育率同时从基准值变为2022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预测出生预期寿命和

总和生育率后4，人工智能密度、劳动生产率增速和经济增长率的初始稳态值、最终稳态值和变动百分比。

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当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2050年水平时，得益于预期寿命延长的储蓄效应和生育率下

降带来的劳动替代效应，人工智能密度较基准值增加71.9%，高于单一维度人口结构变化增幅的简单加总

（71.9%>34.4%+31.3%）。劳动生产率方面，人工智能密度增加的正向干中学效应占优于生育率下降的负向

表 1   参数取值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数值

β 折现因子 0.55

π 青年期到老年期生存概率 0.6

n 生育率 0.8

α 物质资本产出弹性 0.3

φ 人工智能资本相对生产效率 3

u 人工智能密度产出弹性 0.5

ν 生育率产出弹性 0.5

δ 劳动生产率参数 49.8

B 生产函数生产率参数 14.1

表 2   预期寿命延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预期寿命（岁） 78 79.2 80.4 81.6 82.8 84

老年期存活率 π 0.6 0.64 0.68 0.72 0.76 0.8

人工智能密度 p 0.032 0.035 0.037 0.039 0.041 0.043 

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速 7.597 7.708 7.809 7.901 7.986 8.064 

年均经济增长率（%） 6.800 6.910 7.010 7.102 7.186 7.264 

表 3   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总和生育率 2n 1.6 1.56 1.52 1.48 1.44 1.4

不考虑性别因素生育率 n 0.8 0.78 0.76 0.74 0.72 0.7

人工智能密度 p 0.032 0.034 0.036 0.038 0.040 0.042 

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速（%） 7.597 7.641 7.685 7.729 7.772 7.816 

年均经济增长率（%） 6.800 6.753 6.704 6.653 6.599 6.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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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速增

长8.5%。当同时考虑预期寿命

延长和生育率下降时，劳动生

产率增速占优于生育率下降的

负向增长效应，年均经济增长

率增长2.1%。通过比较表4与

表2、3不难发现，预期寿命延

长和生育率下降的叠加效应扩

大了人口老龄化对人工智能发

展和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因此在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

增长影响时需要同时考量预期

寿命和生育率这两个维度，重

点关注两个维度对人工智能发

展的叠加效应。

2.模型拓展：人力资本投

资决策

本小节展示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后的数值模拟结果。同样参考Hashimoto & 

Tabata(2010) 的参数取值，设定γ=0.5,σ=0.9,θ=0.033,μ=1.2，其他参数取值与基准模型参数取值一

致。表5和表6分别展示了加入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后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基准

模型结论一致，年均经济增长率随预期寿命延长而上升，随生育率降低而下降。引入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后，

经济增长随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的增幅和降幅都有所减小。这是由于预期寿命延长增加了个体在青

年期的储蓄，挤占了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预期寿命延长的挤出效应降低了人力资本水平（从0.42

下降至0.39，降幅5.3%）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增幅为5.3%），与基准模型结果相比纳入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后

经济增长增幅有所下降（6.8% vs 5.9%）。生育率下降通过子女数量-质量权衡渠道增加了父母对子女的人

力资本投资，提升了人力资本水平（从0.42增加至0.47，增幅13.2%）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增幅3.4%），进

而缓解了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负向影响，经济增长降幅也因人力资本投资渠道的引入而有所减小

（-3.8% vs -3.2%）。

表7展示了纳入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后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对人工智能密度、人力资本水平、劳动

生产率增速和经济增长率的综合影响。如表7所示，生育率下降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激励效应占优于预期

寿命延长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负向挤出效应，人力资本水平增幅8.1%。通过对比表4和表7可以发现，人力资

本投资挤出部分家庭储蓄，导致拓展模型设定下人工智能密度增幅低于基准模型设定（58.4% vs 71.9%）。

鉴于人力资本增幅弥补了人工智能密度增幅放缓的负向影响，拓展模型设定下劳动生产率增速和经济增长

率变动百分比与基准模型设定结果基本一致。

表 5   模型拓展：预期寿命延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预期寿命（岁） 78 79.2 80.4 81.6 82.8 84

老年期存活率 π 0.6 0.64 0.68 0.72 0.76 0.8

人工智能密度 p 0.032 0.035 0.037 0.039 0.041 0.044 

人力资本 h 0.416 0.411 0.407 0.403 0.398 0.394 

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速（%） 7.597 7.694 7.781 7.860 7.932 7.998 

年均经济增长率（%） 6.800 6.896 6.982 7.061 7.132 7.198 

表 6   模型拓展：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总和生育率 1.6 1.56 1.52 1.48 1.44 1.4

不考虑性别因素生育率 n 0.8 0.78 0.76 0.74 0.72 0.7

人工智能密度 p 0.032 0.033 0.034 0.036 0.037 0.038 

人力资本 h 0.416 0.426 0.436 0.447 0.458 0.471 

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速（%） 7.597 7.648 7.699 7.752 7.805 7.859 

年均经济增长率（%） 6.800 6.760 6.719 6.676 6.631 6.584 

表 4   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初始稳态 最终稳态 %

人工智能密度 p 0.032 0.055 71.919 

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速（%） 7.597 8.246 8.540 

年均经济增长率（%） 6.800 6.943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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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育支持政策

本小节展示了生育支持政

策设定下的数值模拟结果。参

数取值与基准模型和拓展模型

设定保持一致。图1给出了稳

态下生育支持政策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与求解局部均衡所得

结论一致，生育率随生育补贴

力度的增加而增长，家庭教育

投入（人力资本投资）则随之

下降。给定出生预期寿命，生

育率的增加降低了人工智能密

度，因此人工智能密度随生育

补贴的增加而下降。长期经济

增长由生育率、技术进步和人

力资本水平共同决定。如图1

（4）所示，生育率提升对经济

增长的正向作用占优于人力资

本水平和人工智能密度下降的

负向作用，年均经济增长率随

生育补贴税率的增加而增长。

图2展示了内生生育设定

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此时人口老龄化程度仅由

预期寿命决定。如前文所述，

预期寿命延长增加了家庭内部

资源跨期分配动机。这导致家

庭同时减少子女数量和质量的

投入，生育率因此随预期寿命

延长而下降。在当前逐步放开

生育限制背景下，家庭可以自

主选择最优生育子女数量，预

期寿命延长将通过降低生育率加深人口老龄化程度。虽然生育支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育水平，但并

未改变生育率随预期寿命延长而下降的趋势。人力资本投资方面，预期寿命延长通过收入效应同时降低了父

表 7   模型拓展：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初始稳态 最终稳态 %

人工智能密度 p 0.032 0.051 58.368 

人力资本 h 0.416 0.450 8.107 

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速（%） 7.597 8.239 8.451 

年均经济增长率（%） 6.800 6.936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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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投入。与此同时，生育率的下降降低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替代效应增加

了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在没有生育支持政策的情况下（ =0），预期寿命延长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负向

收入效应与正向替代效应相互抵消，家庭人力资本投入（e）和社会人力资本水平（h）不因预期寿命的延长而

变化。但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增加了教育相对于养育的机会成本。由于预期寿命延长降低了生育率、增加了

劳动年龄人口劳动供给，生育支持政策的税收收入和生育补贴力度随预期寿命延长而增加。因此，投资子女

教育的相对机会成本也随预期寿命延长而增长，家庭教育投资和社会人力资本水平随预期寿命的延长而下

降。技术进步方面与基准模型结论一致，人工智能密度因家庭储蓄的增加随预期寿命延长而增长。生育支持

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但并未改变其随预期寿命延长而增长的趋势。经济增长方面，正

向的技术进步效应占优于生育率和人力资本下降引致的负向增长效应，经济增长率随预期寿命的延长而增长。

四、结论

人口结构是慢变量，其趋势不会很快改变。人口老龄化是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基本国情。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把握好人

口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仅事关民生福祉，更关系到国家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新的指

引。本文在人口老龄化和技术进步背景下构建了包含干中学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人工

智能资本，本文发现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提高了人工智能密度，促进了技术进步和新质生产力的形

成。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引入丰富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此外，本文还评估了生育支持政

策的一般均衡效应。有别于已有文献技术进步由外生给定的假设(陈彦斌等，2019)，本文完整构建了人口

老龄化、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论证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辩证关系。

新质生产力的引入完善了人口老龄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路径，充实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为实现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为探讨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实践路径提供了理论框架。后续研究可沿以下方向进一

步拓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而人才是第一资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还需要充分

开发人力资源、延长人口红利。一方面，可通过推行弹性退休制度开发老龄人力资源，通过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激励老年人口延迟退休，延长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收益期，增强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郭凯明、

颜色，2016) ；另一方面，正如拓展模型结果所示，通过加强公共教育投入、发展职业教育培训努力提升劳

动力人力资源水平，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才能充分激发新动能，也是应对“机器换人”浪潮下岗位流失

和技术性失业的根本策略。

     （责任编辑：白耀星）

注释：
1 都阳.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J].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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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口替代率是指排除移民外保持人口规模不变的总和生育率水平。
3 本文中，老年期存活风险、老年期生存概率为同一概念，即指个体以一定概率从青年期存活至老年期，等同于预期寿命。预期寿命

与老年期生存概率为一一对应关系，假设个体60岁进入老年期，一期30年，以2021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8.2岁计算则老年期

生存概率。
4 根据2022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预测，2050年中国人口出生预期寿命为83.754岁、总和生育率为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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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Ag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nomy

MA Chao  LIU Xiang-bo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ing and growth is at the core of modernization of a huge population. 
Demographic change characterized by rising longevity and declining fertility has become the ‘new normal’ of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stress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expected to act as a proactive national strategy in response to population aging by cultivating new growth 
drivers. This paper develops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with learning by doing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change on growth, with an emphasi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coping with negative 
growth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ing.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rising longevit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labor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through increasing life-cycle savings and AI density. Even though declining fertility encourage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increases AI density, its direct negative growth effect outweighs indirect positive labor productivity effect, 
generating an overall negative growth effect. We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fertility and growth effects of childcare subsidy 
policy. Our results highlight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value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ory in the studies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stage of population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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